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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儿童托幼服务公共化：整体框架和地方实践

马春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７３２）

关键词：公共化；公共服务；儿童；托幼服务

摘　 要：儿童托幼服务的公共化，意味着国家承认儿童照顾是国家和社会的“公共责任”，认可自己为所有儿童提供优质平

价的托幼服务的责任，其主要策略是在托幼服务的供给端投入公共资金。 托幼服务输送者可以采用不同的公共化策略，包括

公办公营和各种形式的公私合作模式。 ２０１０ 年中国开始重建公共化儿童托幼服务体系，托幼服务公共化取得了极大的进展，
整体推进模式是将托幼服务纳入公共服务框架，作为公共物品提供给儿童和家庭。 国家对于 ０－２ 岁和 ３－５ 岁儿童的照顾责任

有着不同定位，针对他们的托幼服务也分别纳入普惠性非基本公共服务和非基本公共服务，同时采取了不同的模式来推进其

公共化。 而在国家的整体政策框架下，承担儿童托幼服务供给主要责任的地方政府，基于地方的具体情境，进行了制度的地方

再造，形成了不同的儿童托幼服务公共化的地方实践模式。 如何进一步推动儿童托幼服务公共化，笔者基于研究和分析给出

了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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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提出

自２０ 世纪９０ 年代中国的总和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

以下，生育水平就持续低迷不前，常年在 １． ５－１． ８ 之间徘

徊［１］，相应的生育政策调整也没有带来预期效

果［２］［３］［４］，因此，研究者开始关注更多生育政策之外的

因素，诸如儿童的养育成本［５］、价值观［６］、公共服务［７］

和社会保障［８］ 等对生育水平的影响。 大量研究发

现，儿童照顾“家庭化”供给减少［９］［１０］所带来的“照顾

赤字”，是导致生育率持续下降的重要原因［１１］［１２］［１３］［１４］。
儿童照顾“去家庭化”供给是填补这个赤字的

来源。 根据考斯塔·埃斯平－安德森（Ｇøｓｔａ Ｅｓｐｉｎｇ⁃
Ａｎｄｅｒｓｅｎ）的理论，儿童照顾的“去家庭化”主要有两

个方向：一是“市场化”（ｍａｒｋｅｔ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自由主义

福利体制国家偏重采用；二是“公共化”（ｐｕｂｌｉｃ ｐｒｏｖｉ⁃
ｓｉｏｎ），社会民主主义福利体制国家偏重采用［１５］（Ｐ５１）。
从这些国家的实践来看，前者常常会造成和强化社会

不平等，导致服务购买者、照顾者和被照顾者三方皆

输的结果［１６］：供给不足，价格昂贵，品质没有保障，照
顾者的工作条件和薪酬得不到保障［１７］，进而可能造成

生育意愿的下降［１８］；而后者既可以让儿童普遍享受平

价优质的照顾服务，又可以让女性兼顾工作和家庭，
可能在就业率增高的情况下提高生育率［１５］［１９］。

儿童照顾“公共化”概念，强调的是国家承认儿

童照顾是“公共责任” ［１５］［２０］，应该成为国家和社会集

体分担的“公共事务”，国家必须通过投入“公共资

源”来介入儿童照顾［２１］。 儿童照顾“公共化”的主要

策略，是在儿童托幼服务的“供给端”注入“公共资

金”，构建公共化的儿童托幼服务 （ ｃｈｉｌｄｃａｒｅ ｓｅｒｖ⁃
ｉｃｅｓ）①体系［１６］。 在这些成为各国普遍共识的情况

下，各国因其不同的福利体制和政治文化背景应对

策略有所不同：在公共儿童托幼体系发育最为完善

的瑞典，政府给与私立和公立的托幼机构类似的待

遇；在公共儿童托幼体系发展最早的丹麦，政府出资

以非营利组织为中介，聘用居家保姆，提供平价的儿

童居家照顾服务；日本通过认证的方式补贴私营儿童

幼托机构，推动其提供平价高质托幼服务，还通过税

收优惠政策鼓励雇主为雇员提供儿童托幼服务；荷兰

政府则直接向私立机构购买儿童照顾服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为了鼓励女性进入

劳动力市场，政府曾经在城市以单位为基础建立了儿

童公共托幼服务体系［２２］［２３］。 但是改革开放之后，“生
产主义”福利体制导致已有的公共儿童托幼服务体系

趋于瓦解［２４］。 随着儿童托幼服务的市场化和商品化，
“入园难”逐步成为普遍的社会问题。 为满足适龄儿

童入园需求，改善学前教育品质，促进人力资本的积

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
２０２０ 年）》明确提出，要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参与、
公办民办并举”的儿童学前教育（托幼）服务体系。

中国政府自此把儿童照顾纳入公共政策的框

架，将其作为公共服务体系的一部分，系统重建儿童

公共托幼服务体系。 在此之后，特别是为了应对儿

童照顾危机并支持生育，国家陆续出台针对 ３－５ 岁

儿童和 ０－２ 岁儿童的不同政策文件，形成了不同的

公共化推进整体框架，各个地方政府在整体框架之

下形成了不同的地方实践。 本文尝试分析在中国现

有的情境下，在重新划分国家、市场、社会和家庭儿

童照顾供给责任的过程中，国家是如何在国家层面

推动儿童托育体系的公共化的；国家、市场、社会和

家庭之间是如何博弈的；在地方实践层面上，地方政

府如何在地方情境之下进行制度再造，如何在和中央

的互动中推动公共儿童托幼服务的有效供给。
二、核心概念和分析框架

儿童托幼服务源自非正规照顾领域，最早指的是

１９ 世纪末慈善组织或者宗教组织设立的针对贫困或

者低收入家庭的儿童托育中心。 １８８２ 年里斯本出现

了全球第一所公立幼儿园［２５］，但直到 ２０ 世纪中叶，在
妇女解放运动和女性主义理论的共同推动下，儿童照

顾公共化才成为欧洲各国共识和共同选择［２６］，北欧各

国开始陆续构建普惠优质的公共儿童托幼服务体系，

０２

①“ｃｈｉｌｄｃａｒ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一般翻译为“儿童托育”。 后来在许多国家特别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中，为“早期儿童照顾

和教育”（ｅａｒｌｙ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ａｒｅ，ＥＣＥＣ）所取代，因为前者的着重点更多是“照顾”，后者还包含“教育”。 在中

国现在的学术和政策话语语境中，“儿童托育”被用来指称 ０－２ 岁的儿童照顾，“学前教育”被用来指称 ３－５ 岁的儿童照

顾。 本文讨论的儿童照顾，同时包括 ０－２ 岁和 ３－５ 岁的儿童，因此用“儿童托幼服务”来统指两者。



以此作为对于参与工作的父母不可缺少的支持［２７］。
中国的儿童公共托幼服务体系重建至今已经超过

十年，较少有研究从公共化的角度讨论中国儿童托幼

体系的建构及服务供给过程中不同主体之间的博弈。
刘中一从女性主义的角度讨论了“儿童公共照顾”（儿
童照顾公共化）［２５］，提出了“服务 ＋津贴 ＋票券”的儿童

公共照顾资源的政府综合给付模式［２８］。 华怡佼讨论了

０－３ 岁儿童的公共托育服务供给中政府、市场、第三部

门各自的责任［２９］。 陶艳兰从政策理念、政策逻辑和政

策路径角度提出了构建整合性公共托育体系［３０］。 还有

研究讨论了儿童早期教育公共服务体系［３１］［３２］［３３］。
这些学术成果中，大多研究对于核心概念如“儿

童托幼服务”“公共托幼服务”等并没有给出明确定

义。 实际上，前者定义中潜含着对于儿童照顾在国

家、市场、社会和家庭之间责任分担的理念，后者包

含着对于公共化概念的理解。 这些都影响着研究的

分析和结论。 基于此，本文首先尝试对于这些核心

概念给出界定，然后讨论分析框架。
（一）核心概念

１． 儿童托幼服务

儿童托幼服务是儿童照顾的一种模式。 联合国

１９５６ 年对于儿童托幼服务的定义将其作为一种福

利，用于“补充而不是替代父母照顾孩子”，填补父

母因外出工作无法照顾孩子的空缺的组织化服

务［３４］。 全美儿童福利联盟（Ｃｈｉｌｄ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Ｌｅａｇｕｅ ｏｆ Ａ⁃
ｍｅｒｉｃａ，ＣＷＬＡ）给出了类似的定义：“学龄前及学龄儿

童的父母外出工作或者其他原因离开家庭时，在一天

之中某段时间内，由一个团体式的设施或者家庭式的

托幼机构，给予孩子适当的安置，以协助家长提供儿

童保护照顾及发展所需的各种经验。” ［３５］

由此可见，在 ２０ 世纪 ５０－６０ 年代，儿童照顾被

看成父母和家庭的主要责任，国家只是在需要的时

候提供补充，其主要目标是支持工作父母兼顾工作

和亲职。 随着各国对于儿童的定位从“儿童是家庭

的”转向“儿童是国家的”或者“儿童是家庭和国家

的” ［３６］，各国的儿童托幼服务也被“早期儿童照顾和

教育”（ＥＣＥＣ）所取代：“所有给在义务教育年龄以下

的儿童提供照顾和教育的所有安排，无论环境如何，
资金来源是什么，开放的时间有多长，或者具体项目

的内容是什么。” ［３７］（Ｐ１４）“早期儿童照顾和教育”面向所

有儿童，是为了促进儿童的早期发展，着眼于儿童人

力资本的培养和积累。 瑞典把获得高品质的“早期儿

童照顾和教育”作为每一个儿童的权利，而把提供高品

质的“早期儿童照顾和教育”作为全社会的任务［３８］。
“早期儿童照顾和教育”强调对于学龄前儿童

统一连贯的决策和服务供给方式，但是中国的学龄

前儿童一直被区分为“０ －２ 岁” 和“３ －５ 岁” 两个

组②：前者是“儿童托育”，是支持工作父母的福利供

给，主管部门是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后者是“学前

教育”，作为终身教育的开端，主管部门是教育部。
因此，中国的“儿童托幼服务体系”由这两者构成，
它们适用的政策文本不同，国家介入的时间存在将

近十年的差异，它们的公共化推进方式和程度也存

在明显差异。 本文把这两个体系统称为“儿童托幼

服务体系”：“所有给在义务教育年龄以下儿童提供

照顾和教育的所有安排”，可以有不同的儿童托幼服

务设施，但是不包括学龄儿童的课后托管等服务。
２． 儿童托幼服务公共化

“公共化”（ｇｏｉｎｇ ｐｕｂｌｉｃ ／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概念最

早由挪威女性主义政治学家赫尔加·玛丽亚·赫内斯

（Ｈｅｌｇａ Ｍａｒｉａ Ｈｅｒｎｅｓ）在界定北欧家庭事务公共化时

提出：在西欧等国家把家庭事务市场化的时候，“北
欧将之整合纳入公共部门的管理……这种公私界限

的划分承认照顾年幼和年长者的价值，是一种公共

关怀的制度化和人性化的组织形式” ［３９］（ＰＰ１７－１８）。 北欧

照顾公共化建立在普遍主义价值观的基础上，强调

获取公共照顾是公民的一种权利，由地方政府提供

均一服务［４０］。 北欧的公共化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一

种理想类型，提供了照顾公共化的最终目标［４１］。
照顾“公共化”强调的是照顾突破私领域的边界，

进入公领域，成为应该由国家和社会集体分担的“公共

事务”。 儿童托幼服务“公共化”的主要策略是政府在

１２

②国际上一般采用 ０－２ 岁和 ３－５ 岁来给学龄前儿童分组，这样幼儿的年龄就是连续的而不是重叠的，在数据分析的时候也

便于区分不同年龄的孩子。 中国相关政策文件中，一般用“３ 岁以下”指称“０－２ 岁”儿童，用“学前三年”指称“３－５ 岁”儿童。



儿童托幼服务的供给端投入公共资金，以期提供公益、
普惠和优质的儿童托幼服务，使父母能够负担儿童生

育和养育的支出［４２］。 把公共资金投入“需求端”被称为

儿童托幼服务的“准公共化” （ｑｕａｓｉ⁃ｐｕｂｌｉｃ ｃｈｉｌｄｃａｒ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因为这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市场化”的
色彩。 父母可以用这些津贴在市场上购买托育服务［４３］。

儿童托幼服务供给端包括“服务经费的提供与

授权”和“实际服务输送者”两个层面［４４］（ＰＰ１６－２１）。 儿

童托幼服务的公共化强调的是“服务经费的提供与

授权”中公共资金的投入，“实际服务输送者”的公

共化可以采取不同的策略。 （１）如北欧国家那样，
通过“公营” ／ “公有”的组织体制，由政府直接提供

儿童托幼服务。 （２）如保守主义国家那样，采取公

私合作的模式，由政府和“第三部门”的非营利组织

合作，协同提供儿童托幼服务［４２］。 （３）如自由主义

国家那样，通过认证的方式，让市场化的儿童托幼机

构获得公共资金的补贴，或者采购市场化的儿童托

幼服务以平价提供给家庭使用［４５］。
儿童托幼服务公共化的程度是一个连续谱系。

“去市场化”（ｄｅ⁃ｍａｒｋｅｔｉｚａｔｉｏｎ）、“去商品化”（ｄｅ⁃ｃｏｍ⁃
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和“去私有化” （ｄｅ⁃ｐｒｉｖ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被用来

测量儿童托幼服务公共化的程度。 “去市场化”指服

务的价格不由供需决定，而是受到国家“控制价格”或
者“控制需求”等政策的干预。 “去商品化”指服务交

易的价格不等于成本，国家通过补贴等政策承担部

分成本。 “去私有化”指服务提供者更多是公共部

门而不是私人部门。 基于这几个指标，可以看到“实
际服务输送者”的不同策略的公共化程度不同：公办

公营的托幼服务公共化程度最高，政府和非营利组

织合作的“公建民营”或者“民办公助”居中，政府和

市场化合作提供的儿童托育服务最低，也因此被称为

儿童托幼服务的“准公共化”模式。 不同国家建构的

公共化儿童托幼服务体系，实际上包含着这三种策略

的不同组合。 即使在瑞典等北欧国家，２０ 世纪 ９０ 年

代以后，也从照顾的纯粹公共提供服务转向“照顾的

混合生产”（ｍｉｘｅｄ⁃ｃａｒ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比如准市场、契约

外包等［４０］，同时“结合公私部门”的资源提供服务。
（二）分析框架：公共服务理论

基于中国在重建公共儿童托幼服务体系之初就

将其纳入公共服务体系，从公共服务的角度推动儿

童托幼服务公共化，而公共服务本身“公共性”的特

征可以保证儿童托幼服务在公共化的脉络上形成和

发展。 因此，本文尝试从公共服务理论的角度来分

析中国儿童托幼服务公共化推进的过程，以及不同

的主体的定位和相互作用。
１． 公共物品

在经济学领域，公共服务和公共物品的研究总是

交织在一起，从公共物品逻辑来定义公共服务成为研

究的主流［４５］。 所谓的“公共物品”（ｐｕｂｌｉｃ ｇｏｏｄｓ）是相

对于“私人物品”（ｐｒｉｖａｔｅ ｇｏｏｄｓ）而言的。 公共物品理

论的奠基人萨缪尔森（Ｓａｍｕｅｌｓｏｎ，Ｐ． Ａ． ）把“公共物

品”定义为“集体消费的物品”（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ｇｏｏｄ），强调公共物品消费的“非竞争性” （ｎｏｎ⁃ｒｉｖａｌ⁃
ｒｙ） ［４６］（Ｐ３８７）。 穆斯格雷夫（Ｍｕｓｇｒａｖｅ，Ｒ． ）将受益的“非
排他性”（ｎｏｎ⁃ｅｘｃｌｕｄａｂｌｅ）引入公共物品的定义中［４７］。
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成为当代

经济学中定义公共物品的核心标准［４８］（Ｐ４１４）。
实际上，真正能够符合纯粹的“公共物品” 或

“私人物品”的物品很少，更多的物品具有混合性

质，也就是同时具有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的性质（见
表 １）。 具有“非竞争性”和“排他性”的混合物品被

布坎南（Ｂｕｃｈａｎａｎ，Ｊ． Ｍ． ）称为“俱乐部物品” （ ｃｌｕｂ
ｇｏｏｄｓ） ［４９］，具有“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混合物品

被奥斯特罗姆（Ｏｓｔｒｏｍ，Ｖ． ）称为“公共池塘资源”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ｏｏ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５０］。

表 １　 公共物品、私人物品和混合物品

特征 消费的竞争性 消费的非竞争性

受益的

排他性

私人物品（如宅

基地等）
俱乐部物品（准公共物品，
如运动俱乐部、剧院）

受益的

非排他性

公共 资 源 物 品

（如公共鱼塘等）
公共物品（如地方消防、国
防、全球气候减缓措施）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文献整理。

这些物品之间的边界是模糊和变动的［５１］，因为

公共性（ｐｕｂｌｉｃｎｅｓｓ）是一种社会建构［５２］，可能受到其

物理特征、消费状况、价值观、品位、法律、道德和社会

规范以及技术可能性等的影响。 比如，教育的公共性

２２



就是不确定的：高等教育文凭是私人物品，但是从所

有人都能因整体受教育水平带来经济繁荣而受益角

度而言又是公共物品。 义务教育因为对于所有人都

是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公共物品，但是普惠的学前

教育则因为非竞争性和排他性成为准公共物品，市场

化的学前教育则因为竞争性和排他性成为私人物品。
因为公共物品具有外部性，它的提供往往与市场

失灵有关。 由于搭便车等问题的存在，加上群体成员

的理性和自利，自由市场无法提供公共物品，迫使政

府在公共物品的供给中发挥着重要作用［４６］。 但是，随
着第三部门的发展，市场和政府部门差异化增强，公
私伙伴关系不断加强，公共物品并不必然由国家提供，
第三部门和私人部门也可以参与公共物品的供给，特
别是混合公共物品的供给更是如此［５２］。

２． 公共服务理论

“公共服务”这个概念最早是在 １９ 世纪末由阿道

夫·瓦格纳（Ａｄｏｌｆ Ｗａｇｎｅｒ）提出的［５３］（Ｐ１２３）。 ２０ 世纪初

期法国的法学家莱昂·狄骥（Ｌｅｏｎ Ｄｕｇｕｉｔ）提出应该把

公共服务作为公法基础，“任何因其与社会团结的实

现和促进不可分割而必须由政府来加以规范和控制

的活动就是一项公共服务” ［５４］（Ｐ５３）。
当福利国家的出现要求政府直接生产和提供公

共物品时，利用公共物品的特性来讨论公共服务的

性质和供给成为主流。 萨缪尔森把政府的公共职能

描述为“政府要在高效、高水平地提供公共物品和公

共服务时，满足公众的公共需求，提高社会资源的配

置效率” ［４６］；奥斯特罗姆指出公共服务具有非排他

性、不可分割性和不可测量性，既可由公共部门来提

供，也可由私人部门来提供［５０］。 新公共管理理论的

出现使公共服务概念日益凸显，新公共服务理论强

调公共服务的价值更多应该以公共利益为依归［５５］，
“公共性”上升为解读公共服务的核心因素［５４］。

“公共服务”的概念在 ２００２ 年进入中国的政策话

语，但是对于“公共服务”的概念和相关理论一直没有

形成共识［５４］［５５］，其主流是从公共物品的逻辑来定义公

共服务［５６］［５７］［５８］，公共服务的概念是公共物品概念在政

治学上的回归［５５］。 虽然这个主流维度受到了很多批

评，但是从公共物品的角度来界定公共服务依然是一

个有效途径：“公共性”是两者的本质特征，源于公共需

求，满足公共利益，服务所有公民。 两者的供给都是政

府主导的，但可以通过授权或者委托第二部门（私人部

门）和第三部门（非营利组织）参与供给［５４］［５５］［５９］。
基于以上讨论，本文把公共服务定义为：由政府

主导的、源于公共需求、为了实现公共利益、向全社会

提供的各种（混合）公共物品（服务）的总和。 如图 １
所示，公共服务的供给内容包括纯粹公共物品和混合

公共物品；公共服务的正当性和源起有赖于公共需

求，目的是实现公共利益，让所有公民能够共享社会

福利；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是由政府主导的多元主

体，私人部门和第三部门都可能通过政府委托或者认

证等方式参与公共物品的供给，但是，公共服务的设

计、委托、监管等都由政府负责，不同情境下的公共服

务范围也由政府界定；公共服务的对象是全体公民。

图 １　 公共服务的构成和供给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文献构建。

在中国政策语境中，“公共服务”也是 ２００２ 年在

讨论转变政府职能时首次出现在政策文本中的，并
被确定为政府基本职能之一［５４］。 ２００６ 年，《中共中

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 “基本公共服务” 的概

念［６０］，让财政资金更多用于民生保障方面的公共服

务［６１］。 ２０１２ 年的《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
规划》和 ２０２１ 年的《“十四五”公共服务规划》先后

定义了“基本公共服务”和“普惠性非基本公共服

务”：前者涉及的是公民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需求，后
者是更高层次的需求。 前者是纯粹公共物品，其供

给是政府的公共职责，但可以同时引导市场主体和

公益性社会机构补充供给；后者是混合公共物品，在

３２



市场供给不足的时候，政府通过支持公益性社会机

构或社会主体供给。 虽然儿童公共托幼服务体系从

重建之初就被纳入了公共服务体系，但是只有在普

惠性幼儿园就读的家庭经济困难儿童、孤儿和残疾

儿童的学前教育被纳入了基本公共服务，３－５ 岁儿

童的学前教育被纳入普惠性非基本公共服务供给，
而 ０－２ 岁儿童的托育服务属于非基本公共服务供

给③，国家推动 ０－２ 岁和 ３－５ 岁儿童托幼服务公共

化也相应地采用了不同方式和逻辑。
三、国家层面儿童托幼服务公共化的框架和路径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

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的出台，标志着中国的儿童托

幼政策摆脱了“市场化”的路径［１７］，重启公共化托幼

服务体系的建设。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国务院出台的《关
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首次提出了“学

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的概念，学前教育的公共性得

到正式认可，并确定了地方政府在服务供给中的主

体责任。 这两个文件共同奠定了此后国家构建 ３－５
岁儿童公共学前教育体系的基调和脉络。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国务院出台的《关于促进 ３ 岁以下婴

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确定了 ０－２ 岁儿童

照顾主体责任在家庭，托育只起到补充作用。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国务院、发改委、卫健委出台的《支持社会力量发

展普惠托育服务专项行动实施方案（试行）》，确定 ０－２
岁儿童托育服务属于“非基本公共服务”，托育服务的

公共性得到正式确定，同时确定了公共化发展方式是

市场化和社会化。 这两个文件共同奠定了此后国家推

动 ０－２ 岁儿童公共托育服务体系建设的基调和脉络。
（一）中国公共儿童托幼服务体系的构成

中国儿童托育服务体系构成如图 ２ 所示。

图 ２　 中国儿童托育服务体系构成

注：１． 集体办幼儿园属于公办性质幼儿园，但是由于其曾经在托幼服务体系占据主导位置，因此这里把集体办幼儿园单列。
２． 灰色阴影指的公共托幼服务体系由“普惠性幼儿园”和“普惠性托育服务机构”构成。 “普惠性幼儿园”包括各种性质的幼儿园：公办

幼儿园、公办性质幼儿园（集体办幼儿园）和民办普惠幼儿园。
资料来源：根据托幼服务相关文件整理。

　 　 １． 整体架构

根据相关的政策文件，中国现在的幼儿园根据

供给主体和资金投入，主要分为公办（公立）幼儿

园、公办（公立）性质幼儿园和民办幼儿园。 （１）公

４２

③相关政策文件中，没有对“非基本公共服务”给出更为明确的定义，但是从后面的分析可以看出，２０１９ 年出台的《支持社

会力量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专项行动实施方案（试行）》明确把 ０－２ 岁儿童托育服务定义为非基本公共服务。 没有“普惠

性”的限定词，托育服务也属于公共服务，属于混合公共物品，只是公共性更弱，在服务供给中政府的作用更弱。



办幼儿园，即由教育行政部门利用国家财政性教育

经费依法设立的幼儿园，也即“教办园”。 （２）公办

性质幼儿园，指除教育行政部门外的其他党政机关、
事业单位、地方企业、集体（包括街道和村集体）④和

部队等利用国有资产或者集体资产开办的幼儿园，
包括其他部门办园、事业单位办园、地方企业办园、
集体办园以及部队办园等⑤。 （３）民办幼儿园，指由

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或个人利用非国家财政性

经费依法设立的幼儿园［６２］［６３］。
２． 非营利和普惠性托幼服务机构

“非营利性托幼服务机构”和“普惠性托幼服务

机构”是中国公共化的儿童托育服务体系中两个完全

不同的概念，也是相关文件中的关键性概念。 所谓

“非营利组织”（Ｎｏｎｐｒｏｆｉｔ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ＮＰＯ）属于第三

部门，是指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组织或团体，其核心目

标是关注和公共利益相关的议题，在政府管理和监督

下承担提供公共服务的责任［６４］。 第三部门参与公共服

务的供给，既体现了社会责任，也反映了它们实现公共

利益的愿望。 它们不禁止赚取利润，但是禁止分配利

润，而且利润的使用必须合乎组织设立的事业［６５］。
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是指“通过教育部门认定、面

向大众、质量合格、接受财政经费补助或者政府其他

方式扶持、收费执行政府限价的非营利性民办幼儿

园”⑥。 普惠性托育服务机构是指“实施普惠性收

费，面向社会招生，接受财政经费的补助，实行政府

定价或者接受政府指导价格”⑦的托育服务机构。
也就是说，普惠性托幼服务机构的核心条件是“公共

资金的投入”和“收费政府限价”。 但是对于幼儿

园，要求“非营利性”组织参与供给；对于托育机构

则没有这方面的限制。 中国现有的民办托幼机构，
根据非营利性和普惠性进行分类，可以得到如表 ２
所示的结果。

表 ２　 非营利和普惠托幼服务机构

类型 非营利 营利

普惠 普惠性民办幼儿园（３－５岁） 普惠性托育机构（０－２岁）

非普惠 非普惠的民办幼儿园 市场化托幼机构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的政策和文献整理。

（二）公共儿童托幼服务体系构建的底层逻辑

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儿童，国家和家庭、市场、社
会在照顾供给上有着不同的定位：对于 ３－５ 岁的儿

童，“地方政府是发展学前教育的责任主体”；对于

０－２岁的儿童，“家庭对婴幼儿照护负主体责任”。
在此基础上，国家陆续出台了针对 ３－５ 岁儿童和０－２
岁儿童的不同政策文件，形成了不同的公共化推进

的整体框架。
１． ３－５ 岁儿童：基于社会投资逻辑的普惠性非基

本公共服务体系

３－５ 岁儿童托幼服务一直被定性为 “学前教

育”，是终身教育的一部分，是人力资源积累的起点。
这明显带有社会投资的逻辑：对儿童本身来说，强调

儿童早期人力资本的积累，比其他阶段的投入能够

带来更大的回报［６６］；对整个社会和国家来说，“对于现

在儿童的稳定投资将减少未来成年人的福利问

题” ［１９］（Ｐ６２）。 随后出台的诸如“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

划”等一系列相关政策，都基于类似的社会投资逻辑。
２０１０ 年，３－５ 岁儿童的学前教育被纳入“公共服

务”，随后在２０２１ 年的《“十四五”公共服务规划》中被

纳入“普惠性非基本公共服务”，进一步确定了国家在

学前教育供给中应该承担的主责。 普惠学前教育作

为混合公共物品，国家通过财政性补助、政府购买服

务、土地划拨、税费减免等方式，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的

合作学前教育的供给，实现“公办民办并举”的多元供

给体制。 但是，实际上对 ３－５ 岁儿童学前教育公共化，

５２

④

⑤
⑥
⑦

集体办幼儿园是指办园的土地权为国有或者村（居）所有，由街道、村（居）投资建设，在行政上隶属街道办事处或者村

（居）社区，业务主管单位是教育局，日常经费来源于保教费收入，享受政府财政资金的资助。 参见林家靖、谢桦：《创新

办园机制 扶持集体办幼儿园发展———访厦门市湖里区教育局局长吴雪慧》，《福建教育》２０１７ 年第 ４７ 期。
根据教育部 ２０２０ 年出台的《县域学前教育普及普惠督导评估办法》，公办幼儿园和公办性质幼儿园统称为“公办园”。
定义出自教育部 ２０２０ 年出台的《县域学前教育普及普惠督导评估办法》。
中央相关政策中没有给出明确定义，《支持社会力量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专项行动实施方案（试行）》中只说普惠托育是

“质量有保障、价格可承受、方便可及的托育服务”。 这里的定义源自 ２０２０ 年出台的《福建省关于做好婴幼儿照护服务

和普惠托育服务试点工作的通知》。



国家越来越偏重公办公营机构的发展⑧，最终形成了

以公办公营为主，公办民营、民办公助为辅的模式。
２． ０－２ 岁儿童：基于社会福利逻辑的非基本公共

服务体系

０－２ 岁儿童的托育服务一直定位为提供给职工的

福利，照顾的主体责任归于家庭和父母。 ２０１９ 年发布

的《支持社会力量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专项行动实施方

案（试行）》更是把托育服务归于“非基本公共服务”，提
出要坚持“社会化托育服务”，国家通过每个新增托位 １
万元的补贴来引导市场主体主导普惠托育服务的供给。

２０２２ 年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

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第一次提出要实施“公办托

育服务能力建设项目”，但是 ２０２３ 年开始试行的家庭

托育点，形式上类似“公共托育家园” ［６７］，实质上是在

推动到市场监管部门登记的市场化主体的“家庭托育

点”建设⑨。 虽然在 ２０２１ 年出台的《“十四五”公共服

务规划》中普惠托育服务被纳入“普惠性非基本公共服

务”，但是到目前为止，实际上 ０－２ 岁儿童托育服务公

共化最终形成了以公办民营、民办公助等公私合作为

主的市场化普惠模式，国家更多扮演引导、监管等职能。
四、国家层面儿童托幼服务公共化的效果

从国家政策的定位和取向来看，３－５ 岁儿童学

前教育服务体系，呈现出较强的公共化倾向，特别是

作为纯粹公共物品的公办公营幼儿园的比例日渐增

加，从 ２０１０ 年至今已经极大地扩大了公共化的学前

教育服务的供给。 相对而言，０－２ 岁儿童的托育服务

体系公共化倾向相对较弱，更多有赖于公私合作，甚
至是市场部门提供服务供给，从 ２０１９ 年至今还处于

刚刚起步和摸索阶段。 如图 ３ 所示，无论是整体教育

经费还是儿童托幼经费，国家财政经费（公共资金）的
投入逐年增加，儿童托幼服务体系的公共化程度在不

断加深，但是远低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所属国家。

图 ３　 教育经费和儿童托幼经费中国家财政经费的投入

　 　 数据来源：１９９５－２０２０ 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ＧＤＰ 和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见国家统计局年度数据，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ｃｎ ／ ｅａｓｙｑｕｅｒｙ． ｈｔｍ？ ｃｎ ＝ Ｃ０１。 教育部门没有提供 ２０１２ 年经费使用数据。

　 　 图 ４ 显示了相似的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许

多研究都认为改革开放之后国家逐步撤出了儿童托幼

服务的供给［２２］，原来依托集体或者单位构建的儿童公共

托幼体系逐渐解体［２３］，但是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的儿童托

幼体系中，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依然居于主导地位。

２０１０ 年是中国重建公共儿童托幼服务体系的

起点。 在政策的支持下，大量社会资本涌入儿童托

幼服务体系，儿童托幼经费中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

（公共资金）的比例大幅下滑。 托幼服务资金的公

私比例接近 １ ∶ １，但是私人部门资金略占优势。

６２

⑧

⑨

２０２１ 年出台的《“十四五”学前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明确提出，到 ２０２５ 年，普惠性幼儿园的覆盖率达到 ８５％以上，公
办园幼儿占比要达到 ５０％以上。
２０２３ 年开始试行的《家庭托育点管理办法》，除了对师生比、幼儿人数等作了规定，甚至没有提及政府的补贴或者公共资金的注入。



图 ４　 历年儿童托幼经费中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比重

　 　 数据来源：１９９５－２０２０ 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ＧＤＰ 和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见国家统计局年度数据，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ｃｎ ／ ｅａｓｙｑｕｅｒｙ． ｈｔｍ？ ｃｎ ＝ Ｃ０１。 教育部门没有提供 ２０１２ 年经费使用数据。

　 　 （一）儿童托幼服务机构中公办性质托幼机构

数量的变动

如图 ５ 所示，中国的儿童托幼机构数量在 ２１ 世

纪初经历了大幅下滑，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是集体

办托幼机构的大量解体，公办托幼机构数量也从

１９９５ 年的 ２． ３２ 万所下降到 ２０１０ 年的 ０． ３８ 万所。
公办托幼机构数量则从 ２００５ 年开始缓慢增长�I0，

２００５－２０１２ 年年均增长率为 ５． ３５％ ；２０１３ 年之后进

入快速增长期，２０１３－２０２０年年均增长率为１３． ６０％ 。
与公办（性质）的托幼机构数量呈现波动不同，民办托

幼机构的数量一直保持着稳步增长的趋势，从 １９９５
年到 ２０２０ 年，年均增长率为 ８． ７２％，超过同期公办托

幼机构数量的年增长率（６． ５２％）。 但是，２０１０ 年之

后，民办托幼机构数量的年均增长率只有

图 ５　 历年不同主体创办托幼机构数量变化

注：（１）２００１－２００４ 年有关托幼机构数量的数据没有区分集体办幼儿园和公办性质幼儿园，所以“公办性质幼儿园”和“集体办幼儿园”没有

包括这些年份的数据。 （２）数据没有区分针对０－２ 岁儿童的托育机构和 ３－５ 岁儿童的幼儿园。 因此，虽然统计年鉴中统称为“幼儿园”，但是本

文改为“托幼机构”，强调其中包含针对 ０－２ 岁儿童的托育机构。
数据来源：１９９５－２０２０《中国教育统计年鉴》（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７２

�I0缺少 ２００１－２００４ 年的独立数据，但是能够看到，１９９５ 年公办幼儿园的数量（２１５６１ 所）和 ２００５ 年（２５６８８ 所）基本持平，有
一个先上升再下降的过程。



５． ０８％ ，远低于公办的年均增长率（１３． ６０％ ），也低

于公办 ＋公办性质 ＋集体办托幼机构的年均增长率

（９． ９％ ）。 这也证明了 ２０１０ 年之后中国儿童托幼机

构公共化程度的加快。 如果再加入民办幼儿园中的

普惠园，那么中国托幼机构公共化推进速度会更快。
图 ６ 所示不同主体创办的儿童托幼机构所占比

重，能够更加清晰地看到两个部门儿童托幼服务供

给情况：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儿童托幼机构中占支配

性的是集体办托幼机构。 但是进入 ２１ 世纪，在经济

体制改革和社会改革背景下，集体办等公办性质托

幼机构大规模解体消失［６３］，占比急剧下滑，到 ２０２０
年已经不足 ５％ 。 因此，虽然公办托幼机构呈现明

显的上升趋势，但总体来看一直是民办托幼机构占

据主导地位。

图 ６　 历年不同主体创办儿童托幼机构占比的变化

注释：（１）２００１－２００４ 年有关托幼机构数量的数据，没有区分集体办幼儿园和公办性质幼儿园，所以“公办性质幼儿园”和“集体办幼儿园”
没有包括这些年份的数据。 （２）数据没有区分针对０－２ 岁儿童的托育机构和３－５ 岁儿童的幼儿园。 因此，虽然统计年鉴中统称为“幼儿园”，但
是本文改为“托幼机构”，强调其中包含针对 ０－２ 岁儿童的托育机构。

数据来源：《中国教育统计年鉴》１９９５－２０２０。

　 　 ２０２０ 年，民办托幼机构数量占比为 ５７． ５８％ ，服
务供给机构数量的公私比达到了４ ∶ ６，但是还有相当

高比重的民办托幼服务机构在提供具有不同公共化

程度的普惠托幼服务。 根据《２０２０ 年全国教育事业

发展统计公报》，全国的普惠园（包括公办园、公办

性质园和普惠民办园）比例为 ８０． ２４％ ［６８］，而公办园

和公办性质园比例为 ４２％ ，也就是说 ３８％是公私合

作的普惠园，纯粹的民办园只有不到 ２０％ 。
（二）不同年龄段儿童托幼服务供给模式

１． ０－２ 岁儿童和 ３－５ 岁儿童入园率

提高幼儿入园率，让所有的儿童都能够享受平价

高质的照顾服务，是推动儿童托幼服务体系公共化的

主要目标，也是支持生育的一个重要政策工具。 如图

７ 所示，３－５ 岁儿童入园率总体呈上升趋势，２００５－
２０２０ 年年均增长率 ６． ０４％ ，２０２０ 年超过了 ８５％ 这

一 ２０１８ 年设定的目标�I1，也接近欧盟和经济合作与

发展组织国家平均值（分别为８９． ５％和 ８７． １％ ） ［６９］。

图 ７　 历年不同年龄段儿童入园率

注：儿童入园率 ＝ 儿童在园的数量 ／ 同年龄段儿童的总数。
数据来源：２００４－２０２０ 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北京：人民教育出

版社），２００５－２０２１ 年《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８２

�I1参见 ２０１８ 年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



　 　 比较而言，０－２ 岁儿童入园率的比例极低，而且

从 ２０１１ 年达到峰顶（４． ７０％ ）之后开始呈现下降趋

势。 ２０１９ 年之后有小幅反弹，但 ２０２０ 年又下降到

２００４ 年以来的最低点 １． ９１％ 。 ２０２０ 年，中国 ０－２
岁儿童的入园率远低于欧盟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各国平均值（分别为 ３２． ６％ 和 ３６． ０％ ），也低于韩

国（６３． １％ ）和日本（４１． ３％ ）等东亚国家［６９］。 如果

换算成千人指标，每千人约有 ０． ５６ 个儿童入托，低
于“十三五”规划每千人 １． ５ 个托位的供给指标�I2。

２． ０－２ 岁儿童托育服务供给：私人部门为主、公
共部门为辅

从 ０－２ 岁儿童入园率也可以看出，这个年龄段

的儿童还是主要由家庭来照顾。 不到 ２％的入托儿

童，在不同性质的托育机构中分布也非常不均衡。
如图 ８ 所示，０－２ 岁儿童的托育服务供给中，民办托

育机构所占的主导位置，总量变化和民办机构中儿童

的数量变化趋势几乎同步。 公办（性质）托育机构中

儿童数量和民办机构中的儿童数量不是一个数量级。

图 ８　 ０－２ 岁儿童在不同主体创办托育机构中的数量变化

数据来源：２００５－２０２０ 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因为没有普惠托育机构的数据，所以无法得知入

园的 ０－２ 岁儿童中有多少在普惠托育机构中，其中公

办民营和民办公助等公私合作的普惠托育机构中又有

多少，但是民办托育机构在托育服务供给中占据主导

位置是毋庸置疑的，即使分区域看也是如此（见图 ９）。

图 ９　 ０－２ 岁幼儿在不同区域不同性质托育机构中的人数分布（％）

数据来源：２００５－２０２０ 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公办托育机构中 ０－２ 岁儿

童的比例，乡村和镇区高于城区；而公办性质托育机

构中儿童的比例，城区是明显高于镇区和乡村的。
也就是说，教育部门在乡村和镇区的托育供给中占

据更为重要的位置。
从图 ９ 也可以看出，随着国家从 ２０１９ 年开始重视

０－２ 岁儿童托育供给，开始在托育服务投入更多的公共

资金，公办托育机构比例明显上升，而民办托育机构的

９２

�I2因为无法获得现在托位供给的数据，所以只能用入园儿童数量来估算。 现有托位供给数量大于等于入园儿童数量。 也就是说，２０２０
年，每千人只有 ０． ５６ 个儿童入托，在完成“十三五”规划（每千人１． ５ 个托位）情况下，０－２ 岁儿童托育设施的空置率是６２． ６６％ 。



比例在同步下降，特别是在乡村地区，这可能也和民办

托育机构更愿意选择在城区发展有关。 但同时应该注

意的是，城区儿童入托数量远远高于镇区和乡村（见图

１０），特别是在 ２０１０ 年之后，所以无法根据乡镇公办（性
质）托育机构中儿童的比例更高，就认为国家在这些地

区投入了更多公共资金，但是至少说明国家在这些地

区儿童托育上承担了相当的责任，而不像以往研究认

为乡村的儿童照顾更多地依靠乡村集体［２２］。

图 １０　 不同区域 ０－２ 岁儿童在托数量的变动（人）

数据来源：２００５－２０２０ 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３． ３－５ 岁儿童学前教育供给：公共部门为主、第
三部门为辅

如图 ７ 所示，和 ０－２ 岁儿童以家庭照顾为主不

同，３－５ 岁儿童是以托幼机构照顾为主，公办幼儿园

和民办幼儿园都是重要的供给主体（见图 １１）。 根

据《２０２０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２０２０ 年普

惠幼儿园儿童的占比为 ８４． ７４％ ：其中，公办（性质）
幼儿园儿童占比为 ５０． ４３％ ，民办普惠园儿童占比

为 ３４． ３１％ 。 由此可见，３－５ 岁儿童学前教育供给形

成了公共部门为主、第三部门为辅的模式。

图 １１　 不同主体创办幼儿园中 ３－５ 岁儿童数量的变化（人）

数据来源：２００５－２０２０ 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这种供给模式是随着国家推动学前教育体系公

共化逐步形成的。 ３－５ 岁儿童入园总量增加，２０１０
年之前主要依赖民办幼儿园：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年，公办幼

儿园儿童数量的年均增长率为 ５． ８７％ ，民办幼儿园

为１７． ２０％ 。 在 ２０１０ 年后更多依赖公办幼儿园人数

的增加：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公办幼儿园儿童数量的年均

增长率为 ５． ７４％ ，民办幼儿园为 ４． ６４％ 。 到了 ２０２０
年，公办（性质）和民办幼儿园儿童数量基本各占一

半，即使分区域看也是如此（见图 １２）。

图 １２　 ３－５ 岁幼儿在不同区域不同性质幼儿园人数分布（％）

数据来源：２００５－２０２０ 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０３



　 　 城区的公办幼儿园比例更低，但是公办性质幼

儿园比例远高于镇区和乡村，这也和公办性质幼儿

园的创办主体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地方企业等更多

集中于城区有关。 而民办幼儿园在乡村的比例更

低，这可能是因为城区更容易吸引第三部门或者市

场部门等开办幼儿园。 同时，这也说明和 ０－２ 岁儿

童类似，教育部门在乡村 ３－５ 岁儿童供给中也发挥

着重要的作用。
如图 １３ 所示，和 ０－２ 岁儿童在托人数变动不

同，在 ２０１０ 年之前，乡村的 ３－５ 岁儿童在园人数是

超过镇区和城区的；２０１０ 年之后，镇区居于首位；
２０１８ 年开始，城区才居于首位。 因此，２０１０ 年之

前，在乡村公办幼儿园比例和总体人数超过城区的

情况下，如果假设城区、镇区和乡村生均投入规模

一致，那么国家在乡村的 ３－５ 岁儿童托育服务投入

可能超过城区。 但是 ２０１０ 年之后，城区 ３－５ 岁儿童

在园数量逐步远超乡村，在城区公办幼儿园儿童比

例低于乡村的情况下，就很难判断国家投入的差异

了。 因此，国家在相关文件中要求大力发展农村学

前教育。

图 １３　 不同地区 ３－５ 岁儿童在园数量的变动（人）

数据来源：２００５－２０２０ 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 （北京：人民教育

出版社）。

五、儿童托幼服务公共化的地方实践

推动儿童托育服务公共化的过程中，无论是针

对 ３－５ 岁儿童服务供给的主体责任，还是针对 ０－２
岁儿童服务的补充和支持性责任，都由地方政府承

担。 但各地实际情况千差万别，也给地方政府实践

留下了足够的因地制宜的空间［７０］，因此各地在实践

中形成了不同的地方模式。
这种因地制宜是中国治理中广泛存在的现象：

中央政府赋予地方政府相当的自主空间［７１］，中国地

方政府因此获得相当大的自主性［７２］。 地方政府依据

当地实际情况采取相应办法落实中央政策，即所谓

“适应性治理”：“地方政府按照恰适性逻辑进行的

弹性治理。” ［７３］ “恰适性”强调的是治理与地方情境

的恰当匹配［７４］，“弹性治理”也是在中央确定的政策

框架之中［７５］，地方政府采用考虑和地方条件匹配的

方案来完成中央任务［７３］。 这种适应性治理，保证了

地方实践模式在推动儿童托幼服务体系公共化中的

可行性和有效性。
（一）ＳＺ：公办园还是民办普惠园

和北上广等大城市不同，ＳＺ 是在改革开放之后

发展起来的大城市，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相对较

少，因此历史上公办幼儿园一直相对稀少。 同时，ＳＺ
的人均 ＧＤＰ 是全国平均值的数倍，位居全国前列�I3；
外来常住人口一直是户籍人口的数倍以上�I4。 在这

种情况下，在已定的国家政策框架中，如何建设公益

普惠、高品质多样化的学前教育服务体系？
１． ２０１０ 年之前：学前教育市场化，市场经济逻辑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到 ２０１０ 年之前，儿童托幼服

务建设的政策特点是“重社会轻政府” “重市场轻

公益” ［１７］。 作为中国市场化程度最深的城市， ＳＺ
希望建立“小政府、大社会” 的治理模式，把学前

教育服务的供给责任更多地委托给社会和市场。
ＳＺ 当时把学前教育定位为“准公益” ，在新建公办

１３

�I3

�I4

２０１０ 年，ＳＺ 的人均 ＧＤＰ 为 ９１２４１ 元，是全国人均 ＧＤＰ（２９７４８ 元）的 ３． ０７ 倍（参见《２０１０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

报》）；２０２２ 年，ＳＺ 的人均 ＧＤＰ 为 １８３２７４ 元，是全国 ８５６９８ 元的 ２． １４ 倍（参见《２０２２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

公报》）。
２０１３ 年，全市年末常住人口 １３７４ 万，其中常住户籍人口 ３１１ 万人，常住非户籍人口 １０６３ 万人（参见《２０１３ 年 ＳＺ 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２０２２ 年，全市年末常住人口 １７６６． １８ 万人。 其中，常住户籍人口 ５８３． ４７ 万人，常住非户籍人

口 １１８２． ７１ 万人（参见《２０２２ 年 ＳＺ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幼儿园上有所保留。 在 ２００６ 年，ＳＺ 还把原本就

不多的公办幼儿园中的 ２２ 所市属公办幼儿园转

到国资系统的幼教中心统一管理，２００８ 年 ＳＺ 市

政府会议要求这 ２２ 所公办（性质）幼儿园转制注

册为民办幼儿园，但遭到幼儿园和老师以停课的

方式抵制［７６］。
根据当时改革办负责人说：“我们当时想把体制

先调整，让公办幼儿园和现有的大多数民办园处于

同一个起点上，让所有的幼儿园处于同一个水平，同
一个体制，再建立一种新的政府对学前教育的资助

方式和资助模式。” ［７７］ 在幼儿园和教师的抗议下，公
办转民办没有实现。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这 ２２ 所幼儿园从

公办（性质）幼儿园转归市教育局管理，重新成为公

办幼儿园［７８］。 但 ＳＺ 这种学前教育改革的理念一直

延续到 ２０１０ 年之后。
２． ２０１０－２０１８ 年：民办普惠园为主体，适应性治

理逻辑

（１）ＳＺ 重建儿童公共学前教育体系的地方情境

和对顶层设计的理解

ＳＺ 是后发大城市，历史上遗留的公办（性质）幼
儿园少。 ＳＺ 常住人口中户籍人口和非户籍人口数

量倒挂，导致公办幼儿园教师所需的编制严重不足。
同时，外来人口众多决定着对于学前教育服务的需

求是多层次和多形式的。 这就是 ＳＺ 在中央的要求

下开始重新构建公共学前教育体系的地方情境。
儿童公共学前教育体系建设的顶层设计，把学

前教育纳入“公共服务体系”，强调学前教育的“公
益性”和“普惠性”的要求。 而公共服务的供给是多

元的，除了公办公营的幼儿园，公私合作的幼儿园都

具有不同程度的公共性，能够满足学前教育的“公益

性”和“普惠性”，这也和顶层设计中提出的“政府主

导、公办民办并举”的发展体制一致。
（２）ＳＺ 重建儿童公共学前教育体系中的适应性

治理

基于 ＳＺ 的地方情境，在国家政策设定的框架

内，ＳＺ 根据自身对顶层设计的理解，针对制度空间

进行了地方再造，走出了重建（建设）�I5儿童公共学

前教育体系 ＳＺ 路径。 正如《ＳＺ 学前教育发展行动

计划（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开篇所说：“我市学前教育坚持

公益普惠的方向，走出了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

之路。 以普惠园为主体，以财政定向奖补为调控手

段，构建起广覆盖、保基本、有质量的学前教育公共

服务体系”，并明确提出要通过实施学前教育二期

计划，“强化学前教育 ＳＺ 质量，树立学前教育 ＳＺ
标准”。

儿童公共学前教育体系 ＳＺ 模式，和中央政策的

核心要求一样，强调学前教育体系的“公益性”和

“普惠性”，但是基于 ＳＺ 的地方情境，为了实现这个

目标，更为现实可行的是以民办普惠园为主体，而不

是公办民办并举；政府不是学前教育服务直接输送

者，而是在学前教育的供给端投入大量公共资金（财
政定向奖补），包括对于民办普惠园的奖励、在园儿

童的健康成长津贴（抵扣保教费和书费）、保教人员

长期从教津贴等。 实际上，当时政府认为 ＳＺ 模式更

有利于实现教育公平和社会公平�I6。
同时，ＳＺ 政府认为虽然学前教育被纳入公共服

务体系，但公共服务的供给并不限于公共部门，第三

部门或市场部门也可以参与公共物品的供给。 同

时，与欧盟对于公共服务定义类似，除了政府提供的

免费公共服务之外，他们认为公共服务实际上也是

一种经济活动，是可以定价、可以营利的，比如公交

车、水电煤气等［５９］。 因此，ＳＺ 模式委托市场专业主

体提供学前教育服务，支持不同的主体通过股份制、
混合所有制、合伙制等方式举办幼儿园，引导这些幼

儿园转为普惠园。 对于幼儿园进行营利性幼儿园和

非营利性管理，鼓励已有营利性普惠园转为非营利

性幼儿园。
ＳＺ 模式同时对于顶层设计的改革目标进行了

扩充。 ＳＺ 模式惠及所有学龄前儿童，在供给侧的公

２３

�I5
�I6

对于以前就没有公共学前教育体系的 ＳＺ 来说，这次学前教育改革更多是“建设”而不是“重建”。
根据教育局的统计，ＳＺ ６２ 所公办园，一年支出 ２． ３ 亿元，平均每一所将近 ４００ 万元，在公立幼儿园就读的儿童大概占所

有儿童的 ７％ 。 而 ５０３ 所民办普惠园一年补贴 ２ 亿元，加上培训奖励 １ 亿元，长期从教津贴 １ 亿元，一共 ４ 亿元，平均一

所将近 ８０ 万元，成本远低于投入一所公办园，就读儿童大约占所有儿童的 ３７％ 。



共资金投入中增加了儿童健康成长津贴�I7。 ＳＺ 模式

２０１７ 年设立的学前教育供给目标，毛入园率超过

９８％ ，普惠园覆盖率达到 ６０％以上�I8，２０１８ 年，ＳＺ 幼

儿园总共 １７７１ 所，普惠园覆盖率超过 ８０％ ，已经达

到中央要求 ２０２０ 年应实现的目标。
３． ２０１８ 年之后：大规模民办转公办，科层治理逻辑

（１）学前教育发展路径转向：从适应性治理转

向科层治理

为了进一步完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推进

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安全优质发展，满足人民群众对

幼有所育的美好期盼，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７ 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出台《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

干意见》，“公益普惠”依然是学前教育发展的基本

方向和原则，“坚持公办民办并举，加大公共财政的

投入”。 政府主导的责任是“学前教育规划、投入、
教师队伍建设、监管等”，不是直接提供学前教育

服务。
中央的学前教育改革规划的总目标，是 ２０２０ 年

“全国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到 ８５％ ”（公益），“普惠

性幼儿园覆盖率（公办园和民办普惠园在园幼儿占

比）达到 ８０％ ”（普惠），各地要“结合本地实际”（地
方情境），“着力构建以普惠性资源为主体的”办园

体系，并对公办园的比例提出了明确要求：“２０２０ 年

全国原则上达到 ５０％ ”，但“各地可从实际出发确定

具体发展目标”。 这个文件依然延续了 ２０１０ 年文件

精神，公益普惠依旧是基本原则，最大的不同是强调

了公立园的主导地位，但是依然留下了地方政府根

据地方情境进行适应性治理、开展制度地方再造的

空间。
可是，在中央有关学前教育改革框架保持稳定

和一贯的情况下，通过适应性治理已经建成独特公

共学前教育体系模式的 ＳＺ，学前教育体系公共化路

径却来了一个大转向：从大力发展民办普惠园，强调

以民办普惠园为主体构建公共学前教育体系，转为

基于中央 ２０１８ 年文件大力发展公办园。 在 ２０１９ 年

《ＳＺ 关于进一步深化改革促进学前教育普惠优质发

展的意见》中，明确提出“到 ２０２０ 年公办园在园儿童

比例占比达到 ５０％ ”，虽然省级设定的标准是 ３０％ 。
（２）提升公办园的比例：强制大规模民转公

如何在不到两年时间内大幅度提升公办园的比

重？ 《ＳＺ 关于进一步深化改革促进学前教育普惠优

质发展的意见》要求“大力发展公办幼儿园，以新建

幼儿园为主，转化存量幼儿园为辅”。 但是在具体细

则上并非如此：“将承办协议到期的现有政府产权幼

儿园全部转为公办幼儿园”，“承办期间未达到市一

级办学等级或存在违法违规问题的，一律交回所在

区教育行政部门”，“鼓励承办协议未到期的提前转

型”。 甚至鼓励“鼓励原村集体、国有企业利用自有

资产举办的幼儿园转为公办幼儿园”，实际上根据教

育部政策，这些公办性质的幼儿园本来就是公办园

的一部分。
根据 ＳＺ 教育局数据，２０１８ 年底，ＳＺ 市各类幼

儿园共 １７７１ 所，其中公办园共 ６８ 所，占比 ３． ８％ ；
２０２０ 年底，ＳＺ 各类幼儿园共 １８８１ 所，其中公办园

８５６ 所，占 ４５． ５１％ ，公办园在园儿童占比提高到

５１． ６％ ，普惠园在园儿童比例为 ８６． ２％ 。 ２０２０ 年

的公办幼儿园比 ２０１８ 年增加了 ７８８ 所。 但根据 ＳＺ
市政府工作报告，２０１９ 年和 ２０２０ 年共新增幼儿园

１１０ 所。 如果这些新增的幼儿园全都是公办园，那
么这两年有 ６７８ 所幼儿园完成了民转公。 而收回

政府产权民办园成为发展新型公办园的主要路径

（见表 ３）。
从表 ３ 可以看出，除了新建（配建、补建）的政

府（国企）产权园全部转为公办园之外，更多是依靠

原民办园的转制。 虽然其中还规定，“如果承办期

间达到市一级及以上办学等级的，原承办方可以在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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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表面上是投入需求侧，但是实际上是只有在园的儿童才能申请，而且直接抵扣费用，实际上还是投入了供给侧。 按

每生每年 １５００ 元的标准给予补贴，每名儿童每年只享受 １ 次补贴，在园期间最多可享受 ３ 年补贴。 补贴经费中 １３００ 元

（每生每月 １３０ 元，每年按 １０ 个月计算）用于抵减在园儿童家长缴纳的部分保教费，２００ 元由幼儿园统一组织在园儿童

免费体检及购买儿童读物等。
根据对 ＳＺ 教育局的访谈，这个目标设定是因为 ＳＺ 学龄前儿童中大概只有 ６０％符合当地人口政策，也就是说，虽然从数

字看是 ６０％ ，实际上是学龄前儿童全覆盖。



区行政教育部门的委托下继续管理”，但是第一批

要强制改制的已建成的 ３４０ 所社会组织或者个人

承办的政府产权幼儿园（公建民营园），几乎全部是

优质民办普惠园。 公办园、民办普惠园都属于普惠

学前教育，那么这种改制如何增加 ＳＺ 的普惠学前

教育的供给？

表 ３　 ＳＺ幼儿园“民转公”的主要路径

类别 具体内容

回收

回购

回收

根据项目土地出让合同的约定，对明确为政府产权但未移交的已建成小区配套幼儿园，由各区政府

予以回收

回收政府部门、事业单位或群团组织用于承办、承包或出租的政府产权小区配套幼儿园及其他幼儿

园，转为公办幼儿园或移交所在区教育行政部门

回购

明确政府应以成本价回购的已建成小区配套幼儿园，由各区政府予以回购

结合区域学前教育发展需要，采取协商补偿等方式，回购非国有（含集体所有）产权或产权性质不明

晰的小区配套幼儿园

规范

使用

政府产权
新建政府产权小区配套幼儿园全部办成公办幼儿园

承包合同（协议）到期的现有政府产权小区配套幼儿园全部办成公办幼儿园

国企产权

新建国企产权小区配套幼儿园全部办成公办幼儿园

现有国企产权小区配套幼儿园自用办成民办幼儿园的，转为公办幼儿园

用于承办、承包或出租办园的，承办合同（协议）到期后转为公办幼儿园，鼓励提前转为公办幼儿园

改变用途的，恢复原功能并办成公办幼儿园

非国有产权 非国有（含集体所有）产权小区配套幼儿园全部转为普惠性幼儿园，鼓励转为公办幼儿园

工作

期限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底之前

采取措施将非国有（含集体所有）产权的小区配套幼儿园转为普惠性幼儿园

将自用国企产权小区配套民办幼儿园转为公办幼儿园

将改变用途的恢复原功能后办成公办幼儿园

将承办合同（协议）未到期的政府产权小区配套幼儿园转为普惠性幼儿园

２０２０ 年底前 应交未交，应回购未回购的政府产权小区配套幼儿园移交、回收、回购等工作

　 　 资料来源：《ＳＺ 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ＳＺ 市小区配套幼儿园治理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８ 日）。

　 　 （３）ＳＺ 的新型公办园和民办普惠园

从表 ４ 可以看出，如果基于“公益”的角度，ＳＺ
的新型公办园和民办普惠园没有实质上的差异，都
是就近入学，对于户籍和非户籍学生没有区别对

待。 实际公办园的门槛更高，因为对于父母身份有

明确的要求，不仅要有居住证，对于居住时间、社保

都有要求。 而能够获得 ＳＺ 居住证的，要有稳定居

所和合法稳定职业，或者属于人才引进，或者在 ＳＺ

接受中高等学历（职业）教育�I9。 也就是说，ＳＺ 大量

父母从事非正规就业或者居所不稳定的儿童是被公

办园排斥在外的。
从“普惠”角度来说，新型公办园和民办普惠园

都是限价的，虽然存在收费的差异，但是差异有限，
而且这两类幼儿园儿童都可以享受健康成长津贴，
同时财政都按生均给予补助，民办普惠园生均补贴

达 ６０００ 元。 教师的工资福利待遇等也是一致的。

４３

�I9参见《ＳＺ 居住证条例》，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２４ 日

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修订。



从“优质”的角度来看，教师的各种培训评优是一样

的，对于专职教师资质要求有 １０％ 的差异，但是可

以通过培训提高和弥补。 也就是说，在政府的扶持

之下，民办普惠园能够和新型公办园一样提供公益、
普惠和优质的学前教育服务，在 ２０１９ 年之前 ＳＺ 也

一直是这样做的。

表 ４　 ＳＺ新型公办幼儿园和民办普惠性幼儿园比较

比较方面 新型公办园 民办普惠园

定义

本市行政辖区内经市、区政府（含新区管委会）批准成立，利用国有

资产、集体资产和财政性教育经费举办，实行“以事定费管理”，在事

业单位登记管理部门依法登记，提供普惠性学前教育服务的幼儿园

普惠园是指依法设立、办学规范、科学

保教、收费合理、面向大众提供普惠性

学前教育服务的民办幼儿园

定位 辐射引领作用
应与公办园协同均衡发展。 在教师职

称评审等方面，与公办园享有同等待遇

举办方式

１． 本市教育行政部门（或与其他组织合作）、事业单位和群团组织利

用政府所有或政府租赁的资产举办

２． 本市其他组织利用自有的国有（或集体所有）的资产与所在区教

育行政部门合作举办

３． 区教育行政部门利用财政性教育经费与本市其他组织合作举办

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或者个人

法律性质 事业单位法人，事业编制 民办非企业法人或者公司法人

经费来源
按生均标准给予财政拨款，保教费、基建等都由各区按需拨付财政

经费

社会力量投资，在保教费上，政府按照

每生每年不低于 ６０００ 元的标准给予奖

励性补助

监管部门 公办幼儿园实行市级统筹、以区为主的管理体制 各区教育部门

政府奖励

１． 优质办学奖励：通过市一级评估的奖励 ３０ 万元，通过省一级评估

的奖励 ４０ 万元，获得示范性幼儿园称号的奖励 ５０ 万元

２． 承担课题幼儿园的一次性补助

员工身份 事业单位编制，人事关系，少量“合同工” 劳动合同，属于劳动关系

教师资质 １００％大专以上学历 大专以上学历达标率达到 ９０％以上

教师收入 岗位聘用管理，按需设岗，以岗定薪

教师个人最低应发工资不低于政府公

布的当年全市职工最低工资标准的

２． ５倍

教师福利 为聘用的教职工购买五险一金，根据实际情况逐步建立年金制度

全园教职工工资福利支出总额占当

年保教费收入与政府补助收入之和

的比例不低于 ６０％ ，其中政府产权幼

儿园该比例不低于 ７０％ ，依法为教职

工足额足项购买社会保险和缴存住

房公积金

政府津贴
幼儿园保教人员长期从教津贴：４５０ 元 ／月（满 ３ 年）－１５００ 元 ／月（满
１０ 年）

５３



续表

比较方面 新型公办园 民办普惠园

入学资格

条件

父母至少一方具有 ＳＺ 户籍或者持有具有使用功能 ＳＺ 居住证，且在

ＳＺ 居住满 １ 年，连续参加社会保险（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满 １ 年，
儿童所在家庭住址与所申报幼儿园须在同一个社区或小区，并持有

家庭居住证明材料

就近入学，儿童所在家庭住址与所申报

幼儿园须在同一个社区或小区，并持有

家庭居住证明材料

收费 ８４０（未定级）－１０８０ 元（省一级园） ７５０－１８００ 元（各区不同）

在园儿童健

康成长补贴
如前所述

班级数 ６－１２ 个班，小班 ２５ 人，中班 ３０ 人，大班 ３５ 人，混合年龄编班 ３０ 人

师生配比 全体教职工与幼儿比应不低于 １ ∶ ７，全体保教人员与幼儿比应不低于 １ ∶ ９

　 　 资料来源：《ＳＺ 关于进一步深化改革促进学前教育普惠优质发展的意见》（２０１９ 年）；《ＳＺ 公办幼儿园管理办法》（２０１９ 年）；《ＳＺ 普惠性幼

儿园管理办法》（２０２１ 年）；《ＳＺ 学前教育机构设置标准》（２０１９ 年）；《ＳＺ 学前教育专项经费奖励和资助项目实施细则》（２０１３ 年）。

　 　 如果民办普惠园和新型公办园一样能够实

现中央政策对于公共学前教育服务体系“公益”
“普惠”甚至“优质”的核心要求，ＳＺ 为什么要改

变原有的学前教育发展模式，从适应性治理换成

科层制治理？ 特别是在中央政策实际上给地方

政府的适应性治理留下了足够的制度地方再造

空间的情况下，为何这样转变？ 如果说未来 ３－５
年 ＳＺ 会因人口政策调整而导致学位压力剧增，
实际通过民办普惠园更容易做到，因为同样资金

能够撬动更多社会资本的投入，能够提供更多平

价高质的服务。
（二）ＪＪ：市场化普惠托育服务？
ＪＪ 地处东南沿海，在经济上处于全国百强县前

列，居民收入相对较高�20。 受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
ＪＪ 保留了浓厚的家庭主义氛围，重视家庭、家族、邻
里和老乡等关系；同时，ＪＪ 并不保守，敢于创新，敢于

尝试，政府对于民间各种创新更多持支持态度［７９］。
ＪＪ 在经济发展上敢为全国先，但 ２０１０ 年之前在儿童

公共托幼服务体系上一直投入不足。 ２０１２ －２０２１
年，ＪＪ 在学前教育上砥砺奋进“黄金十年”，公共化

的（“普惠公益”）学前教育资源供给有了极大的增

加。 从 ２０１９ 年开始，ＪＪ 开始构建 ０－２ 岁儿童公共化

（普惠）的托育服务体系。
１． 政府的逻辑：普惠非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市场化

以 ２０１９ 年出台的两份文件为基础的 ０－２ 岁儿

童托育服务公共化的国家政策，其基本框架是“政府

引导、多方参与、社会运营、普惠可及”。
虽然 ＪＪ 民间慈善力量强大，集体层面养老抚幼

的历史悠久，但是由于 ０－２ 岁儿童托育服务本身的

特殊性，以及此前 ＪＪ 当地的托育市场有一定程度的

发育，ＪＪ 在构建普惠性儿童托育服务体系的时候，还
是更多地依赖市场部门的供给。 比如 ２０２０ 年 ＪＪ 第

一批获得省级普惠托育服务试点是 ＭＸ 教育集团，
并依靠该教育集团探索了一系列的普惠儿童托育服

务供给模式。 ２０２１ 年出台的《ＪＪ 促进 ３ 岁以下婴幼

儿照护服务工作实施意见》也更多地强调行业市场

的引导作用。 到目前为止，ＪＪ 所有的托育机构都是

在市场监管部门备案的营利性市场化机构，尚未有

公办（性质）托育机构。
在依靠市场提供托育服务的同时，为了提供普

６３

�20２０２２ 年，全国人均 ＧＤＰ 为 ８５６９８ 元，ＪＪ 人均 ＧＤＰ 为 １５４７６２ 元，是全国人均 ＧＤＰ 的 １． ８ 倍；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３６８８３
元，ＪＪ 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５１４６７ 元，是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１． ４０ 倍（数据来源于《２０２２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

公报》）。



惠托育服务，ＪＪ 强调在托育供给侧进行结构性改革，
增加各级政府对普惠托育试点的财政（公共）资金

投入。 根据 ＪＪ 卫健委的统计，从 ２０２０ 年到 ２０２２ 年，
ＪＪ 的省级和地级市级的普惠托育试点共 １１ 个，县级

市试点共 １４ 个，总共投入公共资金 ８４２ 万元�21。 这

２５ 个普惠托育试点都是市场化的普惠托育机构，由私

人部门提供公共化托育服务。 这些机构为 ＪＪ 提供了

１４２５ 个普惠托位。 同时，还有 ５４ 家普惠幼儿园提供

了 １４４４ 个普惠托位，ＪＪ 的普惠托位供给总计为 ２９４８
个。 现在注册运营托育服务机构为 ５６ 家，普惠托育

机构的比例为 ４４． ６４％；提供的托位总量为 ４６９６ 个，
普惠托位的比例为 ６２． ７７％，在县级市中居于领先

位置。
国家政策把 ０－２ 岁儿童的托育服务归为“非基

本公共服务”，但是 ＪＪ 在 ２０２２ 年把普惠托育作为为

民办实事的项目纳入党建邻里服务中心建设，并纳

入政府绩效的考核，使其类似于保障基本民生的“基
本公共服务”。 但是，政府的角色还是和在“非基本

公共服务”中一样，不参与服务的直接提供，而是支

持市场主体来提供各种服务，包括政府直接购买服

务。 根据估计，ＪＪ 的 ０－２ 岁儿童总量大概有 ４９４７４
人�22，已建设托位 ４６９６ 个，其比例为９． ４３％ 。 而托

育机构的实际入托率并非 １００％ ，全年平均大概

６０％ ，最高的也不超过 ８５％ 。 也就是说，ＪＪ 的 ０－２
岁入托的幼儿占该年龄段幼儿比例大概为 ５． ６５％ ，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２． 企业的逻辑：公私密切合作的集团化经营

ＪＪ 推动儿童托育服务体系公共化的政策给当地

托育行业市场的发展提供了相当大的空间，但市场

营利性经营主体如何能够在政府仅提供一次性公共

资金补助的情况下，可持续地提供普惠托育服务？
ＭＸ 教育集团下属的 ＭＸＡＭ 儿童之家的经营模式让

我们得以一窥。 ＭＸＡＭ 是 ＪＪ 整个托育行业的先行

者，它在整个托育服务体系的供给中起着领头示范

作用，它在 ２０１７ 年创办、２０２０ 年扩建的第一个大型

托育机构 ＢＳ 园是 ＪＪ 当年唯一落地的省级普惠托育

示范点�23。
ＭＸ 教育集团在 ２０２０ 年开始真正参与普惠托育

服务供给之前，就因为参与学前教育体系的科研开

发，提供育婴师和保育员的培训和鉴定，和政府建立

了密切合作关系。 同时，ＭＸＡＭ 旗下最大综合性托

育园 ＢＳ 园实际在 ２０１７ 年就开始运营，到 ２０１９ 年年

底已经能够提供 ６０ 个托位，积累了市场化运营托育

服务机构的丰富经验。 因此，它能够在 ２０２０ 年成为

首批省级普惠托育示范园，并且扩建成为包括乳儿

班、托小班、托大班和混龄班，能够提供 ２００ 个托位

的大型综合性托育园。 因为孩子年龄相对幼小，对
于托育老师的需求比较大�24，所以 ＢＳ 园规模无法继

续扩张。 同时，ＢＳ 作为普惠托育试点也不能高收

费，所以仅仅 ＢＳ 园本身无法通过规模化效应来持续

提供平价优质的儿童托育服务。
在这种情况下，在 ＪＪ 政府的支持下，ＭＸＡＭ 采用了

集团化经营方式来实现这个目标。 ＭＸＡＭ 通过把不同

模式的托育园整合成一个集团，采用“１ ＋３ ＋ ｎ”的托育

服务运营模式来实现规模化效应：总部负责统一的

财务、物流、人力、市场营销，下面各个园区负责服务

供给。 到目前为止，ＭＸＡＭ 共开设了 ７ 个不同类型

公私合作的普惠托育园区。 （１）民办公助，政府一

次性投入建设资金的补贴，ＭＸＡＭ 自己负责建设和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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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惠托育机构的所有公共资金的投入都来自各级试点经费：２０２０ 年，省级试点对于每个托位补贴 １ 万元，２０２１ 年每个托

育园（不少于 ６０ 个托位）补助 ５０ 万元，２０２２ 年补助 ３０ 万元；地级市给每个试点补助 ５０ 万元，ＪＪ 对于本级试点每个补助

２０ 万元。
根据 ２０１９ 年、２０２１ 年和 ２０２２ 年《ＪＪ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ＪＪ 这 ３ 个年份的年末常住人口为 ２１１． ９ 万、２０６． ９
万和 ２０７． ６ 万；人口出生率为 １１． ６‰、８． ０１‰和 ６． ０７‰。 根据 ＪＪ“七普”数据，２０２０ 年常住人口为 ２０６． ２ 万，人口出生率

数据未能找到，所以使用了该省 ２０２０ 年人口增长率 ９． ２１‰。 基于这些数据，计算 ２０２０ 年、２０２１ 年和 ２０２２ 年 ＪＪ 的出生

人口分别为 １９２５４ 人、１６５４５ 人和 １３９４８ 人，合计 ４９４７４ 人。
当时 ＪＪ 所在地区省级示范有两家，ＪＪ 只有 ＭＸＡＭ 的 ＢＳ 园这一家。
乳儿班、托小班和托大班的师生比分别为 １ ∶ ３、１ ∶ ５ 和 １ ∶ ７。



运营，包括大型综合性园 ＢＳ 园（２００）�25、新型社区独

立中型园 ＢＬ 园 （７２）、嵌入式社区小型园 ＪＦ 园

（４０）、工业园区 ＬＪ 园（７０）。 （２）公建民营，国企文

旅集团负责建设，ＭＸＡＭ 负责运营，包括纳入“党

建 ＋邻里中心”社区托育园 ＨＴ 园（７０）和 ＳＳ 文旅妇

女儿童中心的托育园（１００）。 （３）福利性公建民营，
ＭＸＡＭ 和事业单位 ＪＪ 医院分院合作，帮助医院运营

４０ 个托位的托育室。
因为民办公助的托育园是各级政府的普惠托育

试点，所以政府根据托位的数量提供了一次性的建

设补助，运营场地都是 ＭＸＡＭ 自己购买或者租赁

的。 这些和政府不同合作模式的普惠托育机构中，
工业园区服务型 ＬＪ 园和 ＳＳ 文旅妇女儿童中心托育

园不属于 ＪＪ，其他 ５ 个园区一共提供了 ４２２ 个普惠

托位，占 ＪＪ 托育机构可提供的普惠托位的 ２９． ６％ 。
２０２３ 年在 ＢＳ 园调研的时候，笔者得知因为新冠疫

情等原因，加上 ＪＪ 本地家族氛围浓厚，这个年龄的

孩子更多由父母或者祖父母在照顾，因此在园儿童

只有 １０５ 人，托位利用率只有 ５２． ５％ ，但其他园区也

存在等位的现象。
ＪＪ 的普惠托育机构是每三年申请一次。 ＭＸ⁃

ＡＭ 的 ＢＳ 园成为试点的时间已经快满三年了，但
是，ＭＸＡＭ 在考虑是否继续申请普惠托育试点。 因

为政府只提供一次性补贴，要在保持“普惠”价格的

情况下提供服务可能存在一定的难度。 ＪＪ 政府并

没有考虑提供更多支持，而是准备对现有的市场化

普惠托育模式进行调整，包括让公办园和民办普惠

园把托幼服务向下延伸至 ２ 岁，在社区中构建嵌入

式托育机构，但是后者的运营可能还要依赖市场化

主体，除非政府推动非营利组织更多地进入这个领

域。 ＪＪ 的市场化普惠托育模式在未来可能面临更

多挑战。
六、讨论：如何进一步推动儿童托幼服务公共化

中国儿童托幼体系公共化的路径，是国家将其

作为混合公共物品纳入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在供给

侧增加公共资金投入，推动其一步步实现。 但是，由
于国家对 ０－２ 岁儿童和 ３－５ 岁儿童照顾责任在国

家、市场和家庭之间的定位不同，不同年龄段儿童照

顾的公共化策略也不同。 服务经费中公共经费的投

入类似，但是规模存在很大差异；而实际服务的提

供，则在公办公营、政府和第三部门合作、政府和市

场合作等公共化程度依次递减的公共化策略中采取

了明显不同的公共化策略组合。
对于 ０－２ 岁儿童，照顾的主要责任还是被归于

家庭和父母，因此国家不直接参与服务供给，而是通

过资金投入引导托育行业和市场，提供普惠托育服

务，形成以公办民营、民办公助等公私合作为主的公

共化程度相对较弱的模式。 对于 ３－５ 岁儿童，学前

教育被纳入整个教育体系，成为国家和个人积累人

力资本的开端，因此主要责任被归于国家，国家不但

投入公共资金鼓励社会力量办学，而且地方政府更

多承担了服务供给的主体责任，形成了从公办民办

并举走向公办为主、公私合作为辅的公共化程度更

高的模式。
从儿童托幼公共化的结果可以看出，３－５ 岁学前

教育服务体系在公共化的道路上走得更远，而 ０－２ 岁

儿童托育服务体系公共化程度在 ２０１９ 年之后有了

较大推进。 ２０２０ 年，从托幼机构的数量来说，虽然

民办托幼机构略占优势（５７． ５８％ ），但是如果区分

不同性质的托幼机构中儿童数量，０ － ２ 岁儿童，
６６． ８％都在民办托育机构；３－５ 岁儿童，４９． ５７％ 在

民办园，其中还有 ３４． ３１％在民办普惠园。
（一）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公益、普惠和优质”的公共儿童托幼服务，不
仅应该提供给 ３－５ 岁的儿童，更应该提供给 ０－２ 岁

的儿童。 在目前 ３－５ 岁儿童入园率接近 ９０％ 的情

况下，０－２ 岁儿童缺乏照顾会成为抑制生育率的重

要因素。 为了进一步推动托幼服务体系的公共化，
可能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考量。

１． 如何进一步提高儿童的入园（托）率

２０２０ 年，３－５ 岁儿童入园率达到 ８６． ０１％ ，其中

８４． ７４％的幼儿在普惠园（公办园 ＋ 民办普惠园）就
读，这是学前教育公共化十年奋进的重要成果，但还

没有实现 ２００２ 年巴塞罗那峰会提出的 ９０％ 目

８３

�25括号中是托育机构能够提供托位的数量。



标［８０］。 因此，虽然有些地区出现了幼儿园因为缺乏

生源而关闭的现象，但是实际上 ３－５ 岁儿童的入园

率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学前教育公共化的进程

还有推进的空间。
０－２ 岁儿童的入托率，远低于巴塞罗那峰会提

出的 ３３％ ，也低于日本、韩国水平［６９］。 国家“十四

五”规划纲要提出，每千人拥有托位数，要从“十三

五”的 １． ５ 个增加到４． ５个。 但实际上 ２０２０ 年每千

人只有 ０． ５６ 个儿童入托，也就是说还有一半以上的

托位没有被利用。 因此，一方面需要考虑如何提供

更多托位，特别是公共化程度更高的托位；另一方面

需要考虑如何提高入托率，根据当地情况考虑入托

率不足的原因，否则，可能会造成设施空置甚至公共

资金的浪费。
２． 儿童公共化托幼服务的多元供给

在理论层面，现代社会中的公共物品和混合公

共物品的供给，公共部门、私人部门和第三部门都可

以参与，只是各自的地位存在差异；在实践层面，儿
童托幼服务实际输出的公共化可以采用不同的策

略，这些不同策略的公共化程度不同，各国的公共化

路径都是不同策略的组合，只是偏重不同，中国儿童

托育托幼服务的公共化路径也证明了这一点。 因

此，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儿童公共化托

幼服务的供给都是多元的。
中国重建儿童学前教育体系明确设定的目标是

要为儿童提供公益、普惠和优质的学前教育服务。
从 ＳＺ 的学前教育实践模式来看，这个目标无论是公

办园还是民办普惠园都有可能实现，可能前者在普

惠上做得更好，因为幼儿入园的价格更低；后者在公

益上做得更好，因为对于幼儿的家庭背景要求更少。
而且，政府投入同样的公共资金，撬动更多社会资本

就意味着可能惠及更多的儿童�26。 而优质服务都是

教育部门可以提供培训和管控的，也是可以通过组

建家委会等组织监督的，还是可以通过第三方进行

测评的；民办普惠园还能够满足家长对于服务时间

及内容上的弹性服务需求。
中国儿童托幼体系公共化，目标是通过公共化

提供“保证儿童安全、收费合理、家长满意”的托幼

服务，就像政府在工作报告中所说，这样的托幼服务

无论是公办还是民办，政府都应该支持。 儿童托幼

体系完全市场化、过度商品化带来托幼服务收费高

昂、品质没有保证，适龄儿童无法获得可及和可负担

的托幼服务，这是托幼服务公共化和政府介入的背

景，但是是否就能因此要求学前教育中公办园一定

占据主导的位置，还是只要要求能够提供公办普惠

和优质的学前教育就足够？ 无论是公办公营占据主

导还是公私合作成为主力，是否可以让地方政府根

据地方情境进行选择？
对于 ０－２ 岁儿童的托育服务来说，是否能够在

公共化的道路上更进一步？ 因为 ０－２ 岁儿童需要更

为精细且专业化的照顾，国家能否更多地介入托育

服务，或者更多参与直接提供服务，或者给与民办普

惠托育机构更多的资金支持？ ＭＸＡＭ 在访谈中分析

了其成本结构：人力资源成本占 ４５％ －５０％ ，房租成

本占 １０％ －１５％ ，水电等成本占 ５％ －１０％ ，管理成本

占 １０％ ，毛利约为 １５％ －２０％ 。 按照他们这种集团

化经营方式，下面的普惠托育园至少 ５ 年才能够回

本。 同时，成为普惠托育园之后，除了限价之外，其
余早教班等也不能经营，导致托育市场存在劣币驱

逐良币的现象。 这也是他们决定是否继续申请普惠

试点的重要考量因素。 如果这种托育园都存在生存

问题，２０２３ 年开始运行的家庭托育点，作为最小规

模的托育机构，如果纯粹走市场化的路径，如何保证

服务品质和儿童的安全性？ 是否会因此导致更多

０－２岁儿童无法接受托育服务？
３． 托幼整合的可能性

对于 ３－５ 岁的儿童，因为缺乏全国幼儿园托位

９３

�26基于另外一个地区的调查，当地 ８６ 所公办（性质）幼儿园的幼儿总共 ２９３１１ 人，平均每个幼儿园的幼儿是 ３４１ 人；１８４ 所

民办幼儿园的幼儿总数是 ３１７６２ 人，平均每个幼儿园的幼儿是 １７３ 人。 地方政府给与的补贴是公办（性质）幼儿园和民

办普惠园每个幼儿生均补贴 ７００ 元 ／人，但是每个 １２－１５ 个班（平均 ３６０－４５０ 人）的公办幼儿园的建造经费都在 ５０００ 万

元以上，而且还有高额的运营经费，一方面会对地方财政造成巨大的压力；另一方面投入高、效益低，不符合公共投资的

经济效益要求。



数供给的数据，无法得知现有托位数相对于儿童数

量的占比，也无法得知这个占比和入园率之间的缺

口。 但是，随着中国出生率的持续下降，２０２２ 年出

生人口已经不足 １０００ 万，因此可能会出现幼儿园缺

乏生源难以维系的状况。 而 ０－２ 岁儿童的托育服务

因为起步晚，供需缺口相对较大，ＪＪ 调研中托位闲置

的情况应不普遍。 因此，通过托幼整合来满足两方

面的需求，是一些地方政府部门下一步规划，也是许

多幼儿园的下一步计划应考虑的问题。
国家对于 ０－２ 岁的儿童和 ３－５ 岁儿童定位不

同，他们分属的主管机构也不同。 如果要进行托幼

整合，可能会涉及卫健部门和教育部门如何进行合

作。 已有其他地方做出了不同的尝试，给出了两种

解决方案：一种方案是如上海模式，０－２ 岁儿童的托

育也归口教育部门，“学前教育与托育服务一体规

划、一体实施、一体保障”�27；另一种方案是卫健和教

育部门联合发文，共同推动托幼一体化，确定其中不

同部门的责任、权利和分工。
从幼儿园的角度来说，学前教育和托育服务存

在很大的差异，对于硬件、软件都有不同的要求，特
别是对于老师的资质有着不同的要求。 而且更为重

要的是如何收费。 这些幼儿园的收费普遍低于托育

机构，如果他们提供的托育服务按照幼儿园收费，那
么幼儿园生存面临严峻挑战；如果分开收费，公办园

和民办普惠园都有明确限价。 同时，虽然幼儿园的

主管部门还是教育部门，但是它的服务包括托育服

务的情况下，还要受到卫健委的管辖。 如果两个部

门的相关规定不一致或者产生冲突，幼儿园何去

何从？
（二）相关的政策建议

第一，国家在进一步完善儿童托幼服务公共化

的整体框架时，应该给地方政府留下更大的自主空

间，让地方政府通过适应性治理来建设切实有效的

儿童托幼服务公共化地方性框架和路径。 一方面，
儿童托幼服务公共化的核心是给儿童提供“公益、
普惠和优质”的托幼服务。 只要能够达到这个目

标，无论是公立托幼机构还是公私合作的托幼机

构，其发展都应该得到鼓励。 而且这两类托幼机构

本身各有所长，彼此补充，才可能给父母提供更多

的选择，使托幼服务公共化政策真正惠及更多儿童

和家庭。 这也是进一步提高儿童入园（托）率的可

能路径。 另一方面，公共托幼服务体系供给的责任

主体是地方政府。 根据以责确权、权责一致的原

则，应该给地方政府足够的自主权力，让地方政府

厘清当地托幼服务建设已有路径，讨论如何能够使

有限公共资金惠及更多的儿童，并通过需求调查了

解父母对于儿童托育的需求偏好，包括针对不同的

儿童托幼服务供给主体倾向确定地方性的框架和

路径。 中央政策只是设定核心目标，对普惠托幼服

务的总体比例提出要求即可。
第二，各地对于区域内现有的公办托幼机构和

公私合作托幼机构状况进行细致的调查。 为了真正

了解在推动儿童托幼服务公共化过程中不同供给主

体的作用、各自的优劣之处以及可能的互相补充，应
该对当地公办托幼机构、公私合作托幼机构的详细

运营情况进行调查，包括分布区域、招生情况、人员

薪资、服务措施、合作契约、家长满意度、运营困难

等，了解公共部门、私人部门和第三部门在其中扮演

的角色以及在推动儿童托幼服务公共化进程中彼此

的关系，等等。 这一方面可以给地方政府制定地方

性儿童托幼服务公共化框架提供基础，另一方面也

在公私合作的时候，了解如何对不同供给主体提供

支持和公共资金投入。 中央给予不同地区托幼服务

建设的公共资金支持时，不仅要考虑各地经济发展

水平，也要考虑各地儿童托幼服务公共化的现状和

发展路径。
第三，建立更加完整和系统的儿童公共照顾体

系。 儿童托幼服务是儿童照顾体系的一部分，儿童

托幼服务本身又是由学前教育和儿童托育组成的。
要建立完整和系统性的儿童公共照顾体系，首先要

考虑国家层面托幼整合的可能性。 ０－６ 岁儿童对于

教育和照顾的需求是无法切割的，同时可以充分整

合使用公共资源。 虽然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思

考，但是许多地方政府已经先行的尝试可以为决策

０４

�27参见 ２０２２ 年出台的《上海市学前教育和托育服务条例》。



提供有益的参考。
在推动儿童托幼服务公共化的基础上，建立更为

完整和系统的儿童公共照顾体系：从居家式儿童托育

服务、儿童托幼机构，到儿童课后照顾；从公立、公私

合作的模式，到社区、家长互助的模式。 允许公共部

门、私人部门和第三部门能够同时积极参与到儿童照

顾服务供给中，通过良性竞争来提供公益、普惠和优

质的儿童照顾服务，为保障儿童权利、重振生育率提

供良好环境，也为国家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储备足够

的人力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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